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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與否及發生頻率

之模型建構

郭玲玲、洪瑄、董旭英

摘要

由於青少年偏差行為具有計數之資料型態，且常出現大量零之非常態分布，

因此本研究提出零膨脹負二項迴歸模型，試圖突破過去青少年偏差行為研究受到

資料異質性以及過度離散的限制，同時考量青少年依附關係、生活緊張及接觸偏

差同儕分別對偏差行為發生與否，以及發生頻率兩大面向的影響，最後輔以根方

圖作為模型適配度檢視的方法。本研究有效樣本為臺南市國中生947人。研究結

果發現：一、生活緊張與偏差同儕是誘發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因素；二、接觸

偏差同儕催化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的頻率，家庭依附關係則降低偏差行為之發生

頻率；三、對於出現大量零以及過度離散的計數資料，零膨脹負二項迴歸分析方

法所建構之模型相對適配。研究最後並提出有關青少年學校輔導及後續研究之相

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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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ng the Model of Juvenile Delinquency’s 
Occurrence and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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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attachment, life strains 

and association with deviant peers on frequency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by using the 

zero-inflated negative binomial (ZINB) regression model with R. The graphical tool 
“rootogram” was utilized for the goodness-of-fit visualization of the ZINB model. 

Research participants were 947 students in Tainan, Taiwan.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life strains and association with deviant peer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delinquency; (2) attachment and association with deviant peers 

we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for the magnitude of delinquency; (3) ZINB outperformed 

negative binomial model for count data analysis with excessive number of responses of 

zero, and with over-dispersed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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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青少年一方面正處於脫離家庭，進入獨立、自我認同的蛻變階段，另一方面

在義務教育系統下，學校之學習表現成了衡量青少年能力的標準。家庭關係的

改變以及學校表現的競爭，讓青少年在正規社會規範的框架下，必須承載生理和

心理上的發展與轉化、人際關係的重整與建構，以及外在社會環境挑戰與適應的

壓力。在這學習獨立、自主性漸強的成長歷程中，青少年難免會遇到問題或陷

於壓力的困境，而出現反抗體制、衝撞規範之偏差調適行為（Thaxton & Agnew, 

2018）。Moffitt（1993）和Rivenbark等人（2018）研究指出，在生命成長週期

中，青少年時期是發生最多偏差行為的階段，也是初次出現偏差行為的高峰期

（Murray & Farrington, 2010）。這段成長經驗對成年後之犯罪行為有關鍵性的影

響，法律、經濟及社會福利服務更須為之付出代價。由此，青少年偏差行為不僅

是親職教育、教育輔導，亦為社會發展之重要議題。

一、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之「拉力」與「推力」

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定義具有其廣義性，依據不同的法律規範與文化傳統，其

適用之解釋範圍也有所差異。一般而言，偏差行為的界定以團體規範共識及傷害

性為判定基準（蔡德輝、楊士隆，2017）。就是個人的行為顯著地偏離規範，並

且妨礙他人或自己生活之適應。換言之，當青少年行為同時具備「有異」及「有

害」兩個要件，才足以被定義為偏差行為（吳武典，1992）。針對青少年偏差行

為之分類，不同學者所採用的分類方式並不相同，但大致可包括三類：「外向性

偏差行為」、「內向性偏差行為」及「學業適應問題」（郭芳君、譚子文、董旭

英，2011；Clinard & Meier, 2015）。本研究主要探討的是國中生的外向性偏差行

為，例如逃家、喝酒、飆車、喝酒、和教師起衝突、偷竊、抽菸和別人打架等。

Agnew（2016）認為，促使個體採用偏差手段與犯罪的原因可聚焦在將個

體推向偏差行為的事件與情境，例如生活緊張（strain）與同儕影響，以及將個

體從偏差行為拉開的力量，例如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就此，Agnew整

合偏差行為研究中的重要理論，並提出犯罪抵抗與易感理論（Theory of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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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ance and Susceptibility, TCRS）。從TCRS觀點，青少年出現偏差行為或慣

性採取偏差手段的議題，應同時考量社會控制，例如依附關係約束青少年行為

的「拉力」，所形成對違規行為的抗拒（resistance），以及青少年在面對生活壓

力或緊張時的「推力」，促使青少年趨向偏差的易受性（susceptibility）。「拉

力」和「推力」影響青少年如何看待與詮釋具有偏差誘因（criminogenic）的負

向事件與狀態，進而產生後續情緒以及因應策略。遵行社會規範並非人之本能，

而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青少年與他人有了情感的連結，建立了依附關係，讓

青少年願意遵從社會規範（Gottfredson & Hirschi, 1990; Hirschi, 1969），進而

構成了「拉力」，對其行為舉止有了不同程度的控制和約束。另一方面，在日

常生活中，當青少年所經驗的緊張情境與壓力狀態是負面且令人困擾的，青少

年又缺乏有效或合法之調適手段或方法來減輕此緊張狀態時，其使用偏差調適

（criminal coping）手段以直接回應緊張來源的機率便大為增強（Agnew, 2013, 

2016; Thaxton & Agnew, 2018）。同時，青少年與偏差同儕的互動和接觸，藉

由相互學習、模仿，對青少年偏差認知行為有增強與肯定之作用（McDonough, 

Jose, & Stuart, 2016; Pratt et al., 2010; Schaefer, 2018）。在潛移默化下，刺激了採

取偏差手段的動機、內驅力，將偏差行為合理化。綜合上述，對青少年偏差行為

的發生與程度的探討，應同時考量由依附關係所形成的「拉力」，以及因生活緊

張與偏差同儕所導致之「推力」。本研究試著就各關鍵變項的內涵，釐清其對偏

差行為的發生或是程度（頻率）的影響。

依附關係是青少年與正規社會所建立的情感連結，青少年從中習得行為守

則、道德規範。在愈緊密的依附關係中，青少年愈不會出現與正規社會觀相違

背的違法、不道德行為，以免情感連結受到破壞。Peterson、Lee、Henninger與

Cubellis（2016）指出，社會連結是控制青少年不從事偏差行為的重要關鍵觀點

之一。從社會控制理論（Hirschi, 1969）的觀點，家庭是青少年接受社會化的初

始場域，父母是青少年最先接觸並建立依附關係的對象，因此父母對青少年的

人格、價值觀及行為習慣的養成至為重要。當父母願意花時間與青少年相處與

溝通，關心青少年行蹤，建立良好之依附關係，青少年知覺父母或家人對自己

的在意，較不會出現與家人期望相違背之行為（Craig, 2016; Daspe, Arbel, Ramos, 

Shapiro, & Margolin, 2019; McLaughlin, Campbell, & McColgan, 2016）。父母對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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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表現出關懷的溫暖，讓青少年感受到被支持與關心，為了維護彼此之間的情

感連結與互動關係，青少年願意依循家庭重要他人的看法與期望，進而降低青少

年的風險行為，克制了偏差行為出現的頻率。除了家庭，學校是青少年身處時間

最長的場所，學校負有重要的教化功能，對青少年的言行舉止有著糾正與控制

的效用，進而可以約束其偏差行為（Fine et al., 2016）。青少年從學校習得正規

道德觀以及合法處事原則，對違法違規事件之認知是負向且不可為之偏差（譚

子文、張楓明，2012；Chen, Balan, & Price, 2012; Klein, Cornell, & Konold, 2012; 

Murphy et al., 2014）。許春金（2010）指出，青少年對學校的依附程度取決於其

在學校的表現、與教師的關係，對學校的歸屬感，學校依附程度愈強烈的青少

年，愈會擔心、在意師長看法，而傾向於抑制衝撞規範的動機與欲望。青少年從

父母、師長的信任與依賴，以及有效的溝通與互動中，建立緊密的依附關係，間

接地對自己的行為產生約束與控制，以免破壞父母與長者們對他們的期待與愛

護。因此，依附關係可說是將青少年在偏差行為的狀態中扮演著「拉力」的保護

角色，管束並抑制青少年偏差行為。

除了正規社會依附關係對青少年行為上的牽制所形成的「拉力」，生活中尚

有許多因素將青少年「推向」偏差。畢竟，偏差行為是結構複雜且層次多元之社

會化行為（Clinard & Meier, 2015），造就偏差行為成因與發展程度的多面向。

Agnew（2016）從緊張理論觀點提出，生活緊張與困擾所形成的壓力是將人推向

偏差行為與犯罪的關鍵因素。日常生活中總有負面事件或是陷入生活困擾的狀態

發生，例如失去至親、家庭失和、嚴重意外事故（如車禍）、經濟困難、課業壓

力等，皆會讓人陷入負面情境，進而引起負面情緒，當青少年無力改變現狀，面

對憤怒、沮喪、無助等負面情緒時，衝撞常規之偏差行為，甚至是犯罪，往往成

了調適、因應負面情緒的手段（Broidy & Santoro, 2018; Huck, Spraitz, Bowers, Jr., 

& Morris, 2017; Markova & Nikitskaya, 2017; Thaxton & Agnew, 2018）。Agnew

認為，生活中的緊張所形成的負向性（negativity）為偏差因應策略創造了誘因

（intensive）。換言之，面對生活的困難與壓力時，人們會試著透過違法的手段

而被解決，例如為了解決經濟壓力而偷竊、為了考試及格而作弊等，或藉由藥物

使用以從壓力、緊張中逃開。當青少年無法達到具有正面評價的目標而產生無助

感，因失去正向價值或生活出現負面刺激，而感到挫敗、沮喪、憤怒等情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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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生活中的緊張因素威脅生活核心目標、需求、價值，甚至身分認同，青少年認

為上述狀況是嚴重的、頻繁的、長期的，卻又無力改變現狀，最後，衝撞規範的

偏差行為往往成了青少年宣洩與排遣情緒壓力的因應手段。

相較於社會控制理論與緊張理論，Akers（2009）提出的社會學習理論，嘗

試從差異性接觸、行為強化、模仿到認知定義，就行為發展歷程的角度討論偏差

與犯罪行為，形成另一種「推力」。Pratt等人（2010）針對偏差行為關鍵影響因

素進行後設分析並發現，差異接觸（differential association）在偏差行為中的效

果量最強，是最重要的預測變項。青少年偏差行為受到具有偏差傾向同儕的影響

（Akers, 2009; Brezina & Azimi, 2018; Burton, Florell, & Wygant, 2013; Mann et al., 

2016; McDonough et al., 2016; Mercer, Crocetti, Meeus, & Branje, 2018; Paternoster, 

McGloin, Nguyen, & Thomas, 2013; Schaefer, 2018）。Eassey、Gibson與Krohn

（2015）指出，青少年在渴望獨立自主的成長過程中，對同儕的行為處事持較開

放的態度，對同儕的選擇上有愈大的自主性，就愈可能接觸不同社會背景的友

人，交友品質參差不齊，趨向接受、認同同儕互動中所形成的共識、價值觀及文

化。在接觸偏差同儕的過程中，不僅偏差行為，甚至偏差認知信念亦被重構並強

化。這些信念將偏差、犯法事件合理化、正義化及可行化。尤其在具有違法、違

規刺激元之偏差情境中，例如出現犯罪誘因的目標，缺乏監護者、青少年與同儕

從事非結構化、未監督活動，偏差同儕會誘發及催化青少年的偏差行為（Felson 

& Boba, 2010; Hughes & Short, 2014）。Brezina與Azimi（2018）認為，一旦青少

年的社會支持網絡由偏差同儕建構而成，青少年會傾向採用偏差手段，甚至犯

罪，以獲得同儕認同、金錢、物質、愉悅激情、控制的權力等，直接助長青少年

偏差行為的頻率與程度。Akers就指出，青少年在與偏差同儕的互動過程中學習

到解決問題的技巧，或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對其行為模式、認同規範準則產生極

大影響，進而增強青少年使用非法手段與犯罪的程度。

生活緊張讓青少年陷入具有偏差誘因的負向事件與狀態之中，加上接觸偏差

同儕，更強化這些負向生活事件的「推力」效應，誘發偏差行為的發生，甚至有

可能激化偏差行為頻率的升高。反觀依附關係，則是控制青少年出現偏差行為，

形成「拉力」，降低與抑止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發生。故此，探討青少年偏差行為

的發生與否及其發生頻率，須同時納入具有拉力和推力的關鍵變項，以確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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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之適切性與完整性。

二、青少年偏差行為實證研究調查資料數據之限制

綜觀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國內外研究，大多以量化分析為主。青少年偏差

行為的資料主要採計數（count data），即偏差行為出現／發生的次數（Britt, 

Rocque, & Zimmerman, 2018）。根據偏差行為出現的次數，計算行為的嚴重程

度（seriousness）或是二元分布（有無出現偏差行為）。計數資料常用之分析

方法為廣義線性模型中的卜瓦松迴歸與負二項迴歸（MacDonald & Lattimore, 

2010）。

由於卜瓦松迴歸要求觀察值之平均數需與變異數相等，在偏差行為的真實

資料中，平均值與變異數多不相等，甚至呈現過度離散（over dispersion）的狀

況。事實上，受到自陳量表的限制（Gomes, Farrington, Maia, & Krohn, 2019），

再加上並非所有青少年皆有偏差行為的經驗，偏差行為的觀察值常會出現大量

的零與過度離散的資料特質（Rydberg & Carkin, 2017）。即使Osgood（2000）認

為，負二項迴歸可以克服偏差行為資料型態過度離散的問題，Berk與MacDonald

（2008）仍指出，模型錯誤（misspecified model）亦有可能是導致偏差（犯

罪）行為資料呈現離散型態的原因。在偏差行為資料與測量中，數值常出現零

（無發生）到正無窮大，分布呈現極端右偏（extremely skew to the right）的現

象。由此，偏差行為資料結構並非常態分布，又具異質性群體（heterogeneous 

population）之特質，即大量「零」（未有偏差行為）與過度離散型態。即使將

資料轉換（transformation）亦無法改善零為多數的狀況（張琦，2018）。O’hara

與Kotze（2010）更強調，為迎合分析方法而對資料須常態分布的要求，不僅扭

曲資料的獨特性，對於模型的正確性也有所影響，甚至會影響資料的本質，加劇

資料詮釋的難度。

針對變項之觀察值出現大量零的情況，Lambert（1992）提出零膨脹模型

（zero-inflated model）。爾後，Greene（1994）提出零膨脹負二向迴歸模型

（Zero-Inflated Negative Binomial, ZINB），藉以處理資料中出現大量零與過度

離散的狀況。零膨脹模型乃屬混合模型（mixture model），其假設資料具異質性

之母群體，將資料劃分為「零」出現的機率與非零的計數模型二個部分，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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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羅吉斯模型（logistic model）與一般計數模型（count model），以取得有效

且不偏之參數估計值（張琦，2018；郭銘峰、王鼎銘、丁太平，2016；Cameron 

& Trivedi, 2013; Zeileis, Kleiber, & Jackman, 2008）。就零膨脹模型之適配度檢

定而言，Vuong檢定（Vuong, 1989）常被用來作為零膨脹模型與一般計數模型

進行比較與選擇的標準。Wilson（2015）認為，Vuong檢定受到兩個非巢狀模型

（non-nested model）之log-likelihood分布的限制，且常被誤用。Kleiber與Zeileis

（2016）提出，以根方圖（rootogram）之繪圖方式作為計數模型之適配度檢

定。根方圖將觀察值與預測值分別以直方柱與曲線，同時以開根量尺（square-

root scale）呈現於圖中，將不同模式之適配度視覺化，故以rootogram名之。

由此可知，有關青少年偏差行為之研究，必須重視資料型態出現大量為零的

狀況，以及在發生頻率上呈現離散的情形，畢竟，青少年偏差行為資料具有獨特

之異質性與計數特質。本研究嘗試透過ZINB建構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與否及發

生頻率之模型，並輔以根方圖，藉以檢視零膨脹模型之適配度。

三、小結

回顧上述討論，本研究希望整合一般化緊張理論、社會控制理論及社會學習

理論建構更具完整性的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與持續的解釋模型。即生活緊張將青

少年推向偏差行為，且在受到偏差同儕吸引時，依附關係是否能制止或降低青少

年偏差行為的發生。相對的，依附關係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牽制，是否會因為生

活中的緊張，以及偏差同儕的接觸而有所改變。另外，本研究的重點在討論，上

述不同因素是否為「誘發」偏差行為的發生，或是增強、壓制偏差行為發生「頻

率」的影響變項。換言之，本研究希望瞭解哪些因素對青少年偏差行為扮演催生

者（發生與否），又哪些因素扮演持續者（發生頻率）。故本研究藉由ZINB迴

歸模型，嘗試同時考量偏差行為發生與否以及偏差行為頻率兩個部分，藉以釐清

依附關係、生活緊張，以及接觸偏差同儕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與否及發生頻率

的影響，進而建立更具邏輯性的解釋模組。

性別是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重要背景變項之一。Moon與Morash（2017）

指出，在緊張理論框架下探討青少年偏差行為，必須重視性別的效應。許多研

究結果（Agnew, 2013; Baek, Roberts, Seepersad, & Swatz, 2019; Broidy & Ag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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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Kaufman, 2009; Koon-Magnin, Bowers, Langhinrichsen-Rohling, & Arata, 

2016）顯示，生活緊張與壓力對偏差行為的影響具有性別上的差異。男生對於緊

張與壓力的感受度及其因應的手段，皆與女生不同，例如男生偏向使用暴力與攻

擊，也較容易受到偏差同儕的支配與慫恿（McCoy, Dimler, Samuels, & Natsuaki, 

2019; Svensson, 2003），強化男生採取偏差手段解決問題。另外，Loukas、

Ripperger-Suhler與Herrera（2012）發現，女生對學校的連結性比男生來得緊密，

性別對依附關係程度亦具差異效果。由此可見，為排除性別對偏差行為潛在的影

響效果，性別必須被控制，才能更精確地評估依附關係、生活緊張及接觸偏差同

儕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

由於本研究係依學校規模的大小與就讀年級，抽取在學青少年為分析樣本，

必須考慮到對研究結果的影響效應。有關學校規模與偏差行為的研究，Humlum

與Smith（2015）以及Leung與Ferris（2008）的研究皆認為，學校規模的大小與

在校學生的偏差行為相關，尤其是大型學校的偏差行為情況往往比小型學校來得

嚴重，因為大型學校的學生人數較多，學校與教師對學生的關注難以周全，學生

較容易被忽略。另一方面，Chen與Vazsonyi（2013）指出，針對在校學生的偏差

行為進行研究時，必須考量青少年就讀年級對的影響脈絡。Lo等人（2011）卻發

現，青少年就讀年級與偏差行為的關係，尚會受到其他因素之影響。為了避免研

究結果受到學校脈絡變項的影響，除了性別，本研究亦將就讀年級與學校規模予

以控制，以便偏差行為解釋模型更具嚴謹性。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一）將青少年偏差行為劃分發生「機率」和發生「頻率」，並將性別、年

級及學校規模視為背景變項，藉以釐清依附關係、生活緊張、接觸偏差同儕在解

釋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機率，以及發生頻率的角色。

（二）本研究使用ZINB迴歸模型進行分析，檢視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發

生機率」與「發生頻率」因素的一致性與差異性。

（三）以根方圖方法檢視零膨脹模型之適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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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以下依序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資料來源、變項測量，以及分析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探討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與否及發生頻率的影響因素。依附關係

是青少年不發生偏差行為，也是弱化偏差行為強度（頻率）的因素。相對的，生

活緊張、接觸偏差同儕則是青少年出現偏差行為，也是強化偏差行為頻率的影響

因素。此外，再加入性別、年級、學校規模等背景變項予以控制，以更清楚地釐

清關鍵變項對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影響。本研究之架構圖如圖1。

背景變項

自變項

圖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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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對象主要取自臺南都會地區國中學生，採分層隨機叢集抽樣，從臺

南市37個行政區域的59所國民中學，按學校規模：小型學校（班級數在12班以

下）、中小型學校（13至24班）、中大型學校（25至48班）、大型學校（49班以

上），抽出各四所共16所學校，並於每一所學校三個年級中分別隨機抽出一個

班級學生進行施測，故共有48（16 × 3）個班級的學生作為施測對象。最後，本

研究共寄出1,440（48 × 30）份問卷，經刪除填答不完整者或與答案成明顯規則

形式的受試者後，有效樣本數為947人。其中，男生470人（49.63%），女生477

人（50.37%）；國中一年級327人（34.53%），國中二年級305人（32.21%），

國中三年級315人（33.26%）；小型學校200人（21.12%），中小型學校296人

（31.26%），中型學校201人（21.22%），大型學校250人（26.40%）。 

三、變項的測量

（一）依變項：青少年偏差行為
本研究對青少年偏差行為之測量內涵為：個體所表現出來之違反社會或

學校組織常規、法律規範，且悖離了社會多數人認可的行為（Clinard & Meier, 

2015）。此量表參酌譚子文與董旭英（2010）之「自陳偏差行為量表」，並以

「違反集體規範之行為」作為偏差行為之涵義與範疇，刪去不符合時宜，例如閱

讀黃色書刊，以及較敏感之選項，例如與異性發生性關係等選項。並參閱教育部

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2019）分析報告，增加使用非法藥物、販賣

非法藥物等選項，修訂而成。

此量表測量受試者在過去一年內，是否曾經從事或發生翹課、作弊、公然使

用惡劣或粗鄙言語辱罵師長、在學校參與毆打事件、逃家、偷竊／騙取他人財

物、參加幫派、蓄意破壞不是屬於自己的物品、在學校參與毆打事件（群架）、

使用刀、槍威脅他人、使用強迫手段從他人身上取得財物、抽菸、飲用含酒精飲

料、使用非法藥物、販賣非法藥物等15個題項之偏差行為。計分方式採四點量

表，反應項目與計分為從未（0次）、1次、2-5次、6次以上，最小值為0，最大

值為3。本研究在測量偏差行為的發生，採順序尺度（ordinal scale），非實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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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而是偏差行為的發生頻率。零膨脹模型可分為兩個分析部分：一為logit-link

模型，凡有出現偏差行為，視為「1」值，「0」值則表示無偏差行為出現。相

對的，計數模型（log-link）則以整體偏差行為出現之頻率加總為數值。所以，

本研究在計算偏差行為之頻率時，在統計上可能出現之最小值為1，最大值為45

（3*15），分數愈高，表示偏差行為出現的頻率／次數愈多。

（二）依附關係量表
1. 編製依據、量表的形式與計分

本研究主要探討的依附關係為家庭與學校，因此整合譚子文（2009）依附量

表中的「依附父親」、「依附母親」及「依附學校」三個分量表，並修訂為「家

庭依附」與「學校依附」兩項構面，再於家庭依附量表之題項中，將重要他人修

改為「家人／父母」。依附量表共15題，以李克特四點評量尺度，從「非常不符

合」到「非常符合」，分別給予1-4分之計分。受試者在量表得分愈高，表示受

試者分別與家庭依附及學校依附程度愈高。

2. 信、效度分析

經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出兩個因素與原量表相符（如表1），全量表保留15

題，可抽出二個與原量表編製時之相符因素，抽取出的因素可解釋全體總變異量

為41%，「家庭依附」（第1∼8題）的因素負荷量介於.35∼.86之間、共同性介

於1.0∼1.3之間；「學校依附」（第9∼15題）的因素負荷量介於.35∼.80之間、

共同性介於1.0∼1.8之間。在信度分析方面，本研究所使用的依附關係量表，以

國中生為研究對象所得之總量表的Cronbach’s α係數為.87，「家庭依附」與「學

校依附」兩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之信度分別為.87與.79。

根據驗證性因素（CFA）結果顯示：χ2(df = 89) = 699.61, p < 0.05，RMSEA 

= .08、SRMR = .06、CFI = .90、TLI = .88。「家庭依附」分量表之因素負載量介

於.34∼.80，「學校依附」分量表之因素負載量介於.41∼.60。「家庭依附」與

「學校依附」之量表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分別為.86、.79，平均

變異抽取量（AVE）為.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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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依附關係之探索性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結果

題號
斜交轉軸後的組型負荷量 內部一致

性信度家庭依附 學校依附 共同性

1. 我有煩惱時，會想跟家人談一談。 .65 .02 1.0 .87
2. 我信任我的家人。 .70 -.01 1.0
3. 家人會問我在學校的生活情形。 .69 -.03 1.0
4. 在假日，家人會和我一起活動。 .74 -.10 1.0
5. 遇到問題或難題，家人會支持我。 .86 -.09 1.0
6. 家人會聽我講內心的話。 .86 -.09 1.0
7. 家人會看我的學校作業、考卷與成績單。 .35 .14 1.3
8.  家人會參加我的學校活動、擔任家長會委
員或義工。

.38 .05 1.0

9. 學校是可以學到東西的地方。 .11 .56 1.1 .79
10. 我喜歡上學。 .03 .56 1.0
11. 我經常得到老師的關心和照顧。 -.13 .80 1.1
12. 我對老師的獎懲方式感到滿意。 -.16 .80 1.1
13. 我在乎老師對我的看法。 -.06 .64 1.0
14. 得到好成績對我來說很重要。 .10 .39 1.1
15. 我能按時完成作業。 .25 .35 1.8

（三）生活緊張
1. 編製依據、量表的形式與計分

本研究主要參考董旭英（2009）、蔡東敏、譚子文與董旭英（2015）、譚子

文與張楓明（2012）以及王爾暄、李承傑與董旭英（2017）所編製的「生活緊張

量表」，將「生活緊張」分成為「負面事件」與「日常困擾」兩個層面。

「負面事件」分量表共計18題。請受試者以實際發生情形，就「未曾發生」

與「曾發生過」填答，前者得0分，後者得1分。本研究將負面生活事件視為類別

變項，凡有發生過負面生活事件視為「有發生」、「0」值則表示「無發生」。

由於負面生活事件是個人生活經驗中所實際遭遇的情況，屬於獨立事件，而且事

件發生與否及事件類型在個體間存有較大的個殊性，因此不進行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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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困擾方面，本研究採用「日常困擾」分量表，依據受試者最近一年來

是否經歷生活沒有目標、總是覺得沒有足夠時間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懷疑自己能

力等六題，填答「非常不符合」者給1分、「不符合」者給2分、「符合」者給3

分、「非常符合」者給4分。得分愈高，表示日常困擾程度愈高，相對的，得分

愈低，表示日常生活困擾程度愈低。

2. 信、效度分析

經探索性因素分析，「日常困擾」量表共保留六題，取樣適切性量數

（KMO）為.84，Bartlett球型檢定為1635.74（p < 0.05），抽出一個因素（如表

2），可解釋之變異量為42%，因素負荷量介於.50∼.75之間。在信度分析方面，

本研究以國中生為研究對象之「日常困擾」量表，其內部一致性信度為.81。

表2
日常困擾之探索性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結果

題號
斜交轉軸後的組型負荷量 內部一致

性信度因素 共同性

1. 總覺得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51 1.0 .81
2. 我覺得生活枯燥、煩悶 .71 1.0
3. 我覺得生活沒有目標 .65 1.0
4. 覺得生活中有許多問題，但卻無法解決 .75 1.0
5. 遇到挫折時，我無法找到適當的發洩方法 .55 1.0
6. 我懷疑自己的能力 .66 1.0

根據驗證性因素（CFA）結果顯示：χ2(df = 9) = 78.21, p < 0.05，RMSEA = 

.09、SRMR = .04、CFI = .96、TLI = .93。「日常困擾」分量表的因素負載量介於 

.52至 .74之間，量表之組成信度（CR）為 .81，平均變異抽取量（AVE）為 .42。

（四）接觸偏差同儕
接觸偏差同儕部分乃修訂詹宜華、張楓明與董旭英（2012）、吳中勤

（2017）所編製之「國中生結交偏差同儕量表」作為本研究接觸偏差同儕變項之

測量工具。量表題項包括翹課（無故缺課）、考試作弊、公然辱罵師長、打架／

毆打他人、抽菸、盜竊或詐騙他人財物、恐嚇或勒索他人、持有或使用非法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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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5題。題項之指導語為詢問受試者針對上述每種情況（15項偏差行為），有幾

位感情非常要好的朋友出現這些問題。反應項分別為「0位」、「1人」、「2∼3

人」、「4∼5人」、「6人以上」，依照受試者填答編碼為0∼4，再將此量表加

總為一個總分，即分數愈高，受試者接觸之偏差同儕人數愈多。由於此量表為分

數加總，故不採因素分析。

（五）背景變項
1. 性別

性別包括男生與女生。在進行ZINB迴歸分析時，將性別處理成虛擬變項，

男生為1、女生為0，女生為參照組。

2. 年級

年級包括國中一年級、國中二年級、國中三年級。以國中一年級為參照組，

對國中二年級與國中三年級重新編碼為虛擬變項後，再進行ZINB迴歸分析。

3. 學校規模

學校規模包括小型學校、中小型學校、中型學校、大型學校。於ZINB迴歸

分析中以小型學校為參照組，將中小型學校、中型學校、大型學校重新編碼，轉

換為虛擬變項。

四、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R軟體之countreg套件。首先，以負二項迴歸與ZINB迴歸，分別

建構青少年偏差行為之模型。接著，以根方圖進行繪圖比較模型之適配度。

（一）負二項（Negative Binomial, NB）迴歸模型
負二項迴歸是由卜瓦松迴歸延伸出來。二者相異之處在於，卜瓦松迴歸要求

期望平均值與變異數相等，負二項則可處理期望變異數高於期望平均數的過度離

散現象。NB迴歸係透過gamma分配估計參數，其定義如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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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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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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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此，yi(i = 1,⋯, N )表示偏差行為出現的次數。Г(·)為gamma函數；λi為平

均數也是變異數，λi = exp(x'iβ + εi) = exp(xiβ)exp(εi)，xi為自變項（依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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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緊張、偏差同儕、性別等），β為迴歸參數，設定exp(εi)∼gamma(α,α)，即

exp(εi)服從gamma分配，形狀參數和量尺參數相同，皆為α。

NB迴歸之期望平均值與變異數分別為式（2）與式（3）：

E(yi | xi) = λi （2）

Var(yi | xi) = λi (1 + αλi) （3）

由此可見，當α不等於0，變異數則大於平均數，確認資料具過度離散的現

象。當α = 0，則是原來卜瓦松迴歸。

（二）ZINB迴歸模型
零膨脹模型是針對計數資料出現大量零的現象而發展出來的，其將觀察值分

成兩個部分探討（Lambert, 1992）。Greene（1994）提出ZINB迴歸模型，以處

理資料中出現大量零和過度離散的現象。ZINB迴歸定義：其一為觀察值 yi = 0時

的機率分配，如式（4），即估算「零」次出現的機率；其二為觀察值 yi > 0時的

機率分配，如式（5），即針對有發生的次數進行估算。前者處理資料出現大量

「零」次數的情況，後者則處理計數資料出現一次或以上的情況，以不同的機率

分配納入模型中加以分析。

P yi i i
i

i x

i

( ) ( )
exp ( ' )

= + -
+









=0 1ω ω

α
α β

α

 （4）

P yi i
i i

i i

i

i

iy
y x

xi

( ) ( ) ( )
( ) ! exp ( ' )

exp ( '
>

+
+









= -0 1 ω α

α
α

α β

α
Γ
Γ

ββ
α β

)
exp ( ' )i i

y

x

i

+








  （5）

在此，logλi = x'β，logit(ωi) = x'β – log(αi)，藉由log和logit兩個連結函數，整

合為一個新模式。其中，log函數探討x'β對λi的影響，β為迴歸參數，xi為依附關

係、生活緊張、偏差同儕等自變項。而logit函數則探討偏差行為觀察值yi出現的

過程是負二項分配的機率問題，即1 – ωi = P(yi∼NB(αi, αi / (αi + exp(x'β)))。在此，
ωi被稱為ZINB迴歸模型之零膨脹參數，ωi值愈大，表示出現偏差行為yi = 0的比

例愈高，也就是觀察值出現0 的次數愈多。

ZINB迴歸模型中，期望值與變異數分別如式（6）、式（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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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i | xi) = (1 - ωi)λi （6）

Var(yi | xi) = (1 - ωi)λi (1 + ωi λi + αi λi) （7）

在此，當資料中存在過度離散的問題，則α不等於0，可採ZINB迴歸進行分析。

（三）根方圖（rootogram）
針對零膨脹模型之適配度，一般以likelihood ratio檢定、AIC、BIC及Vuong

檢定（Vuong, 1989）為模型適配度指標。Kleiber與Zeileis（2016）認為，

rootogram可將模型之期望值與觀察值之殘差視覺化，進而檢視模型之適配度。

最早，Tukey（1977）利用根方圖作為評估單變量分布適配度之繪圖方法，

其後被衍生為迴歸模型適配診斷之用。迴歸模型適配度之診斷圖主要以QQ圖來

檢視殘差結構，根方圖則是分別以直方柱與曲線代表第 j個觀察值與預測值，同
時以開根量尺（square-root scale）呈現於圖中，故以rootogram名之。開根是為了

微調觀察值與預測值之結果，以免僅有二者較大之差異值被呈現。模型的適配須

根據由開根預測值所繪製的曲線加以判斷。

根方圖的呈現方式有三：直立（standing）、垂掛（hanging）、懸浮

（suspended）（如圖2），分述如下：

（1）直立式：直接呈現直方圖（ 觀察值j）與曲線（ 預測值j）。由於預

測曲線並未完全與直方圖對準，故以二者差距作為判斷j在觀察值與預測值的差

異標準。

（2）垂掛式：以預測值的曲線為主、（ 預測值j）－（ 觀察值j）的方式

繪出直方圖，讓直方圖垂掛在曲線下，並利用水平軸判斷j在觀察值與預測值的

差異情況。

（3）懸浮式：維持曲線，以直方圖繪出（ 預測值j）－（ 觀察值j）的差

異。

Kleiber與Zeileis（2016）認為，根方圖皆善用水平軸為判斷觀察值與預測

值差異的標準線，例如垂掛式強調預測值，而懸浮式強調相對差異值。相較之

下，垂掛式與懸浮式之視覺效果比直立式好。故此，本研究中將使用R軟體中之

countreg套件，繪出垂掛式與懸浮式之根方圖以呈現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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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根方圖的呈現方式
資料來源： 引自“Visualizing Count Data Regressions Using Rootograms,” by C. Kleiber and A. 

Zeileis, 2016, The American Statistician, 70(3), pp. 296-303.

參、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結果

（一）描述統計
根據本研究結果，無偏差行為的青少年約65.15%（617人）。有偏差行為的

青少年約34.85%（330人）。

從偏差行為次數分配圖（如圖3）可知，偏差行為次數為「零」者為多數。

此資料分布並未符合常態分布，且具有異質群體之特性，即有偏差行為與無偏差

行為者。根據表3，就集中情形而言，家庭依附與學校依附之平均數分別為2.85

06-2_郭玲玲+洪瑄+董旭英_p029-064.indd   46 2021/4/12   上午 11:55:04



郭玲玲、洪瑄、董旭英 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與否及發生頻率之模型建構　47

 

600

400

200

0

C
ou

nt

0 5 15 20
Delinquency

10

圖3　偏差行為之次數分布圖

與2.86，偏差同儕之平均數則為1.90，日常生活困擾平均數為2.22，其中，偏差

同儕的標準差偏大，表示該變項為非常態分布。就偏態情形而言，偏態值愈接近

0，表示兩端分布平均，愈趨近常態分配，家庭依附、學校依附及日常生活困擾

之分布可視為常態，偏差同儕則具右偏分布的情形。就峰度情形而言，偏差同儕

的峰度相對較為陡峭，顯示集中於眾數的數值較多，形成高峽峰。相較之下，家

庭依附、學校依附及日常困擾之次數分布則相對常態。

由於負面生活事件屬類別變項，即有無發生負面生活事件，故不採平均數、

標準差之分析。有經歷一次或以上之生活負面事件之青少年約占51.32%（486

人），未經歷負面生活事件者則占48.68%（461人）。

本研究將性別、年級及學校規模之大小視為背景變項。從表4可知，考試作

弊、飲用含酒精飲料，公然使用惡劣或粗鄙言語辱罵師長、翹課（無故缺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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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變項之描述統計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依附 2.85 0.63 -0.41 03.11 1.00 04.00

學校依附 2.86 0.57 -0.44 03.54 1.00 04.00

日常困擾 2.22 0.68 0.25 02.67 1.00 04.00

偏差同儕 1.90 3.98 3.30 16.70 0.00 35.00

以及在學校參與毆打事件，係出現次數最高的前五項偏差行為。除了考試作弊，

男生在偏差行為的人數皆高於女生。儘管在不同年級、不同學校規模，考試作弊

相較於其他偏差行為的人數多。

表4
性別、年級及學校規模在最高前五項偏差行為之人數（%*）

偏差行為
性別 年級 學校規模

男生 女生 國一 國二 國三 小型 中小型 中型 大型

考試作弊
85 

(18.1%)
97 

(20.3%)
59 

(18.0%)
63 

(20.7%)
60 

(19.0%)
41 

(20.5%)
44 

(14.9%)
35 

(17.4%)
62 

(24.8%)

飲酒
80 

(17.0%)
78 

(16.4%)
42 

(12.8%)
54 

(17.7%)
62 

(19.7%)
31 

(15.5%)
42 

(14.2%)
34 

(16.9%)
51 

(20.4%)

辱罵師長
47 

(10.0%)
24 

( 5.0%)
25 

( 7.6%)
17 

( 5.6%)
29

( 9.2%)
17 

( 8.5%)
17 

( 5.7%)
13 

( 6.5%)
24 

( 9.6%)

翹課
30 

( 6.4%)
16 

( 3.4%)
15 

( 4.6%)
15 

( 4.9%)
16 

( 5.1%)
15 

( 7.5%)
12 

( 4.1%)
6 

( 3.0%)
13 

( 5.2%)

毆打事件
28 

( 6.0%)
5 

( 1.0%)
16 

( 4.9%)
9 

( 3.0%)
8

( 2.5%)
10 

( 5.0%)
8 

( 2.7%)
4 

( 2.0%)
11 

( 4.4%)

註：*各變項類別偏差行為人數÷各變項類別之總人數×100%。

各變項間之相關係數可從表5得知，家庭依附與學校依附皆與偏差行為、負

面事件、日常困擾、偏差同儕有負相關。負面事件、日常生活困擾則與偏差行

為、偏差同儕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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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變項間之相關矩陣

偏差行為 家庭依附 學校依附 日常困擾 負面事件 偏差同儕

偏差行為 1.00
家庭依附 -.16* 1.00
學校依附 -.17* .48* 1.00
日常困擾 .15* -.35* -.27* 1.00
負面事件 .27* -.18* -.11* .13* 1.00
偏差同儕 .46* -.08* -.14* .09* .27* 1.00

*p < .05.

（二）NB迴歸與ZINB迴歸模型之適配度比較
從表6可知，ZINB迴歸模型之log-likelihood（-1039.00）與AIC（2128.86）

皆優於NB迴歸模型，且達Vuong檢定之顯著水準。即使NB迴歸模型之BIC

（2265.83）相對較高於ZINB迴歸模型（2250.19），惟未達顯著水準，因此

ZINB迴歸模型較NB迴歸模型更為適配。

表6
模型適配指標值與Vuong檢定

NB ZINB Vuong檢定（p值）

Log-likelihood -2176.74 -1039.00

AIC 2202.74 2128.86 .001

BIC 2265.83 2250.19 .110

接著，藉由根方圖將觀察值（直方形）與預測值（曲線）之差異視覺化，

比較模型之適配度。從圖4可看出，以水平線作為觀察值與預測值差異之判斷標

準，不管是垂掛式或是懸浮式，ZINB模型之觀察值與預測值之差異較小，NB迴

歸模型的觀察值與期望值差異相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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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NB迴歸與ZINB迴歸之垂掛式（上）及懸浮式（下）根方圖

（三）ZINB迴歸模型之分析結果
由於上述各項適配度指標，包括Vuong檢定、根方圖結果，皆表示ZINB模型

的適配度相對為佳。ZINB迴歸之結果如表7。為符應偏差行為資料的結構特性，

同時探討青少年偏差行為的成因，以及影響偏差行為頻率的主要因素，以下分述

之。

1. 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與否之影響因素（logit-link模型）

家庭依附（β = 0.01，z = 0.05，OR = 1.03）與學校依附（β = 0.12，z = 

0.66，OR = 1.19）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與否皆未呈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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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ZINB迴歸模型之估計值

零膨脹模型（logit-link） 
偏差行為發生與否

計數模型（log-link） 
偏差行為發生頻率

β（標準誤） z值 β（標準誤） z值

截距
1.17* 
(0.41)

2.85 0.07 
(0.21)

0.35

依附關係

　家庭依附
0.01 

(0.16)
0.05 -0.23* 

(0.06)
-3.92

　學校依附
0.12 

(0.18)
0.66 -0.04 

(0.07)
-0.60

生活緊張

　負面事件
-0.72* 
(0.31)

-2.35 0.25 
(0.13)

1.88

　日常困擾
-0.46* 
(0.17)

-2.64 0.03 
(0.06)

0.54

接觸偏差同儕

　偏差同儕
-0.92* 
(0.25)

-3.71 0.07* 
(0.01)

5.55

性別（女生為參照組）

　男生
0.66* 
(0.30)

2.16 0.35* 
(0.13)

2.75

年級（國一為參照組）

　國二
0.07 

(0.35)
0.19 0.06 

(0.15)
0.38

　國三
-0.35 
(0.36)

0.36 -0.22 
(0.15)

-1.46

學校規模（小型學校為參照組）

　中小型學校
-0.41 
(0.38)

-1.07 -0.23 
(0.18)

-1.29

　中型學校
-0.25 
(0.42)

-0.60 -0.24 
(0.19)

-1.30

　大型學校
-1.39* 
(0.47)

-2.95 -0.32* 
(0.16)

-1.99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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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事件（β = -0.72，z = -2.35，OR = 0.52）與日常生活困擾（β = -0.45，

z = -2.64，OR = 0.64）皆顯著影響偏差行為的發生，即一旦發生負面生活事件，

就會降低青少年不發生偏差行為的機率，勝算比為0.52。而每增加一個單位的日

常生活困擾，亦會降低青少年沒有偏差行為的機率，勝算比為0.64。換言之，負

面事件以及日常困擾會誘發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發生。

偏差同儕（β = -0.92，z = -3.71，OR = 0.41）顯著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發

生與否，即每增加一個單元的偏差同儕，會顯著降低青少年沒有偏差行為的機

率，勝算比為0.41，相對的，偏差同儕愈多，青少年出現偏差行為的機率愈高。

男生（β = 0.66，z = 2.16，OR = 1.99）發生偏差行為的機率顯著低於女生。

就讀年級並未對偏差行為產生顯著影響。大型學校的青少年，其發生偏差行為的

機率顯著高於其他規模學校的青少年（β = -1.39，z = -2.95，OR = 0.23）。

2. 影響偏差行為頻率（log-link模型）之變項

家庭依附（β = -0.23，z = -3.92，OR = 0.81）對偏差行為次數具有顯著影

響，即每增加一個單位的家庭依附，則可降低偏差行為的頻率，勝算比為0.81。

學校依附（β = -0.04，z = -0.60，OR = 0.99）對偏差行為頻率的影響則未達顯著

差異。

生活緊張因素之負面事件（β = 0.25，z = 1.88，OR = 1.34）與日常困擾（β 

= 0.03，z = 0.54，OR = 1.04）對偏差行為頻率之影響皆未達顯著差異，表示偏差

行為的頻率並未因負面事件與日常困擾而有所改變。

偏差同儕（β = 0.07，z = 5.55，OR = 1.07）對偏差行為發生之頻率具有顯著

影響。換言之，每分別增加一個單位偏差同儕，偏差行為的頻率也會隨之提高，

勝算比為1.07。

性別對偏差行為的頻率具顯著影響，男生（β = 0.27，z = 2.16，OR = 1.42）

偏差行為次數提高的頻率比女生高，勝算比為1.42。就讀年級並未對偏差行為頻

率產生顯著影響。大型學校的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頻率顯著低於其他規模學校的青

少年（β = -0.32，z = -1.99，OR = 0.66），勝算比為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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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

本研究將青少年偏差行為劃分發生與否的「機率」和發生程度的「頻率」，

欲釐清依附關係、生活緊張及接觸偏差同儕在解釋青少年偏差行為是否發生，以

及發生頻率的角色。故使用ZINB迴歸模式進行分析，針對大量「零」之發生與

否，以及離散之發生頻率，兩部分共同討論。接著，以根方圖方法檢視零膨脹模

型之適配度。

生活中因負面事件與困擾狀態所引致之緊張與壓力，分別形成青少年偏差行

為的刺激元素，強化了青少年趨向偏差的易受性。青少年為了降低或從緊張中逃

開，而提高偏差行為發生的機率。尤其當緊張來源是具有偏差誘因時，青少年容

易出現憤怒、沮喪等情緒反應（Agnew, 2016; Thaxton & Agnew, 2018），也讓他

們不得不以偏差調適手段作為回應。除了負面事件與生活困擾，接觸偏差同儕

亦是誘發青少年衝撞體制、使用非法手段的重要因素之一。青少年正值脫離家

庭、尋找自我、學習獨立的成長階段，交友網絡亦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變得複雜

（Burton et al., 2013）。在偏差同儕友誼網絡的影響下，偏差行為往往得到偏差

同儕的認同與強化，使青少年更傾向於使用偏差手段解決問題。換言之，當青少

年遭遇生活中的不愉快，或是面對困境時，加上偏差同儕的影響效應，往往促成

他們偏差行為的發生。反觀青少年與家庭、學校的依附關係未能在偏差行為被觸

發的當下，發揮壓制與遏止的作用。依附關係對青少年不採取偏差手段的保護作

用甚微，有可能因為其所提供的正規資源與合法手段並未能及時化解青少年陷入

偏差狀態時，因緊張與壓力所帶來的衝擊（Forsyth et al., 2018），他們唯有採取

偏差因應策略，以應對生活中的負面情境。綜合上述，在探討觸發青少年偏差行

為的成因時，應關注青少年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困擾與負面事件，盡可能及時地

為青少年提供合法的協助管道與正規社會支持，降低青少年對偏差同儕網絡與偏

差行為的依賴。

生活緊張所造成的及時性衝擊力是觸發偏差行為的重要成因，其對偏差行為

頻率的影響力並不明顯，倒是青少年與偏差同儕的接觸催化了偏差行為的嚴重程

度，偏差同儕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一再獲得實徵研究的支持。從社會學習觀

點，偏差行為本身是學習歷程，在此歷程中，青少年行為不斷地被強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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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增強，藉由偏差同儕彼此相互認同、學習效仿的標準，強化青少年使用偏差調

適手段的動機、內驅力及態度傾向（Akers, 2009; Schaefer, 2018）。可見，青少

年在與偏差同儕接觸的過程中，不僅影響了他們對社會規範的價值觀，同時習得

了使用非法手段解決問題，甚至認為違法有利，不排斥藉由偏差方式去達到目

的，進一步惡化青少年偏差行為。另一方面，依附關係對偏差行為的拉力效應，

並非出現在保護青少年不發生偏差行為，而是在減少偏差行為發生的頻率。尤其

是青少年對家庭的依附關係，二者在情感上的連結係控制青少年行為偏差的主要

抗力（Agnew, 2016; Gottfredson & Hirschi, 1990）。青少年會因為重視家庭的連

結與關係，而要求自身行為舉止符合（conform）常規社會的規範，在感受到支

持和關心的親子互動中，他們顧慮到父母對自己的期望，而願意逐漸減少使用偏

差手段。惟學校依附關係並未能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的觸發及頻率，可能因為

青少年對學校依附程度取決於其在學校的表現、與教師的關係、對學校的歸屬感

（許春金，2010）。學校依附存在著其他因素的脈絡效應，對偏差行為具有較脈

絡性或系統化的影響路徑，有待後續之研究與探討。綜言之，依附關係對偏差

行為發生頻率的牽制主要來自家庭，故應努力經營家庭關係，給予青少年有品質

的關愛，以及正規的社會支持。青少年會因為家庭的重要性而約制偏差行為的程

度。與此同時，也不應忽略青少年偏差同儕的影響力，偏差同儕之間的認同與支

持，如同無形卻強勁巨大的推力，將青少年推向偏差行為，愈多偏差同儕、愈堅

固的偏差網絡，偏差行為出現的頻率愈高。

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發生機率與頻率皆受到性別的影響。男生發生偏差行為的

機率低於女生，可是，男生以偏差手段解決問題的次數比女生高。相對的，女生

發生偏差行為的機率較高，然而，其偏差行為持續的頻率卻是低於男生。從緊張

理論觀點言之，青少年對緊張所引致的壓力和負面情緒之感受程度，有可能因性

別而有所不同（Agnew, 2013），進而影響他們在面對緊張狀態時所採取的因應

策略與行為反應。換言之，青少年偏差行為之性別差異存在著不同取向，女生出

現偏差行為的機率較高，次數則較低；男生出現偏差行為的機率較低，次數卻高

於女生。故在考量性別與偏差行為的關係時，應從偏差行為發生與否之狀況以及

偏差行為發展情形分別進行探討，以求更清晰與完整的解釋。

青少年就讀的年級，不管在偏差行為發生機率或是頻率上，皆未呈現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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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就讀年級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存在著其他影響因素的可能性（Lo et 

al., 2011），而並非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直接的原因。就學校規模而言，大型學

校的青少年發生偏差行為的機率，不僅高於其他學校規模的青少年，對偏差行

為頻率的影響也較其他學校規模的青少年來得強。如前文所言，大型學校的學

生人數多，學校與教師對學生的關注難以周全（Humlum & Smith, 2015; Leung & 

Ferris, 2008）。尤其是具有偏差傾向的學生，一旦遇到問題，情緒的爆發、對學

校的疏離感，以及在偏差同儕的影響下，不僅會提高大型學校學生出現偏差行為

的可能性，也進一步惡化原有的偏差行為。因此，在探討就學中的青少年偏差行

為議題時，不可忽略學校規模之脈絡效應。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青少年偏差行為資料出現大量零以及過度離散的現象，提出零膨

脹負二項迴歸模型，並以根方圖將模型適配度視覺化，藉此突破青少年偏差行為

研究受到資料型態的限制，補足國內偏差行為研究之不足。循此課題進一步探討

依附關係、生活緊張，以及接觸偏差同儕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機制。由於青

少年偏差行為內涵的獨特性，在探討偏差行為的影響因素時，應重視資料的異質

性，同時考量偏差行為發生與否以及偏差行為發生頻率的不同面向。

首先，透過ZINB迴歸模型的分析發現，青少年依附關係並非觸發偏差行為

的成因，而是抑制偏差行為頻率的重要因素。偏差青少年的行為會受到依附關

係的影響，有了愈健全的依附關係，特別是家庭依附，愈能約束偏差青少年之行

為舉止。日常生活中的緊張源、負面事件與困擾狀態則是誘發青少年出現偏差行

為的成因，緊張源所引致的負面情緒，以及出現需要及時解決的困難時，會促發

青少年使用違規或非法手段去回應情緒與問題。再者，接觸偏差同儕對青少年偏

差行為所影響的層面最為深廣，不僅刺激偏差行為的發生，也加劇偏差青少年的

行為頻率。最後，性別與大型學校皆對偏差行為發生與否以及發生頻率有正向影

響。

本研究盼能精進各界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瞭解，在實務應用方面，根據研究

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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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依附的啟示：研究發現正向的、緊密的家庭關係，可能讓青少年感

到安全和被愛，有助於青少年控制與約束自己的行為，降低其偏差行之發生頻

率。父母應秉持著陪伴但不干涉、支持但不縱容、溝通但不訓斥的共處方式，鞏

固彼此在情感上的連結，建立孩子對家庭的緊密依附。當孩子面對生活壓力時，

為他們提供適當、適量的社會支持與社會資源，避免孩子趨向偏差同儕的支持網

絡以尋求幫助。

二、生活緊張的效應：無論是家庭或是學校輔導，在青少年行為發展上，應

多關注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事件，特別是帶有偏差誘因的負面事件，例

如失去至親、家人罹患重病、經濟困難、課業困擾等。家庭與學校都不宜忽略青

少年陷入困境時所需之支持與認同，並宜在關鍵時刻提供協助和輔導，讓青少年

可從多重管道取得因應資源，面對生活緊張與困境時，持正向態度，提出合理需

求，如此將有助於降低偏差行為的發生和嚴重性。

三、接觸偏差同儕的輔導：家庭及學校系統應關注與輔導青少年如何選擇朋

友，包括如何判斷其行為與性格是屬於損害性，或者是助益性。家長及教師更

應扮演青少年擇友之諮詢者，給予正向建言及誘導，而並非一味地禁止其交友發

展。

四、性別與學校規模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女生的偏差行為比男生更容易

被觸發，而男生及大型學校學生則有較多偏差行為。青少年時期所出現的偏差

行為，因男、女生而有不同的取向，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出現偏差行為，頻率卻低

於男生，相對的，男生偏差行為的嚴重性與持續性則高於女生。因此，父母及師

長對青少年的關注，應著重於多瞭解其想法及面對的困擾，給予適當的輔助與引

導，對於女生應著重於防制其偏差行為的發生，對於男生則應重視降低偏差行為

的發生頻率。至於在大型學校中，由於學生較多，容易產生被忽略的感覺，導致

違反規範行為的產生，所以，導師及任科老師需多觀察及關懷學生，注意學生行

為的變化，多給予照顧，讓學生產生依附感，進而降低偏差行為的發生。另一方

面，學校規模對偏差行為的影響脈絡仍有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惟此非本研

究探討之範圍，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深入討論之。

五、研究方法：在考量偏差行為資料的特質，本研究利用ZINB迴歸模型，

試圖克服資料中大量零與過度離散的特性。從偏差行為發生與否以及偏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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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生頻率兩大面向進行探究，再藉由根方圖將模型之適配度視覺化，以作為未

來相關模型建構方法之參考依據。最後，本研究使用之依附關係量表與日常困擾

量表解釋量不高，實為本研究限制。本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可以編製有效之測量工

具，更精確地對變項進行測量與估計。

DOI: 10.3966/1028870820210367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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